
精准扶贫视阈下社区参与旅游的几点思考

叶　俊①

社区参与旅游源起西方，是在其旅游业高度发达、利益主体矛盾日渐突

出的背景之下人们探寻在旅游规划中纳入社区居民意见的一种方法，所以最

初只是运用在旅游规划领域。后期在可持续思想、生态旅游、利益相关者、

赋权理论、博弈论等相关理论的支持下，深入到社区为何参与、如何参与、

参与内容、参与模式、参与机制、参与效果、参与反思等全方位的研究过程

中来。可见国外学者对社区参与旅游的研究已经从单一的人类学视角，拓展

到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领域。我国旅游业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进
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快车道，高速发展的旅游业让许多贫困地区尝到甜头后，

又反噬出更加突出的矛盾问题，如２０１１年婺源因门票分成问题而导致的李坑
事件、２０１３年凤凰古城 “围城收费”风波、２０１４年峨眉山村民与景区管委会
矛盾升级导致封山堵路事件等，这些都暴露出成熟旅游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受

到重大挑战。而２０１３年精准扶贫的提出，更是为本已研究炽热的 “社区参与

旅游”打了一针强心剂，社区参与旅游不仅是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手

段，更是实现精准扶贫的有效路径，在政策导向和国际范式的影响之下国内

相关研究一片繁荣。

梳理研究文献会发现旅游与扶贫效应的关系存在三种观点：一是旅游发

展减缓了贫困：依据是旅游的乘数效应；二是旅游发展加剧了贫困：依据是

旅游的外部漏损及开发陷阱；三是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无必然联系：依据是

各地的政策机制与管理水平。基于此，本文提出几点反思，探讨在精准扶贫

的背景下，贫困社区开发旅游是否具有先天优势和后天条件？精准扶贫对象

是否具备足够的话语权？精准扶贫社区能否真正参与旅游利益分配？而社区

参与是否具备足够的知识储备与能力？

一、贫困社区与旅游开发是否天然耦合？

由于地理位置、生态环境、历史机遇等原因，我国许多贫困地区位于革

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山野农村，在举国全面步入城市化进程和工

业化时代，这些区域依然保留着原生态的自然风光和淳朴的风土人情，具备

旅游开发的先决条件。在２０世纪末至２１世纪初的旅游黄金发展阶段，不乏
成功的例子。一些资源禀赋极佳的贫困地区如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园、广西阳

朔遇龙河、广西龙胜梯田、江西婺源、福建永定土楼等都在社区参与旅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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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实现了脱贫致富。而在精准扶贫的背景下，对社区参与旅游提出了更

高的挑战，这条道路是否依然行得通呢？一则我国旅游业已从粗放式规模式

发展步入集约化竞争阶段，大量的景区不仅能满足人们的出行需求反而形成

了一种过剩，个性化的品质旅游产品相对稀缺；二则已成功的案例自然在资

源特色、区位条件上优于其他待开发贫困地区，优先获得了发展机遇与政策

支持；三则成功的案例无论在知名度还是美誉度上都领先一筹，具备更佳的

市场推广价值；四则在成功模式的带动下，许多贫困社区一味地模仿与借鉴，

同质化的产品、过度的供给形成不良的市场竞争态势，而旅游业的季节性会

更加加剧这种不良效应，导致惨淡经营，入不敷出。因此在竞争格局和大众

旅游口味已经悄然发生改变的当下，贫困地区与旅游开发的天然耦合性还需

要更佳理性的论证与思考，不要让它成为一种口号和绑架。

二、社区参与是否具有足够的话语权？

话语权是当今出现在民主政治和社会学中较高频率的一个词语，是公民

表达自己真实意愿和利益诉求的一种权利和权力，在多元化利益主体的今天，

实际是一种利益表达机制。众所周知，西方 “强民间弱政府”的政治环境给

予当地社区足够的自治权，故源自西方的社区参与旅游有足够的政治土壤和

话语权。而在我国，当地政府、旅游开发商、游客和社区由于对权力和资源

的占有情况不同导致力量对比悬殊：作为政府主导型社会地方政府对旅游业

的导向作用不言而喻；旅游开发商的投资主体地位让其成为强势群体；游客

作为消费群体享受着 “顾客是上帝”的待遇；而社区，特别是精准扶贫对象

下的贫困社区由于政治地位低、经济条件差、文化水平低等原因使其利益表

达话语权缺失，久而久之成为沉默和失语的弱势群体，一旦出现矛盾纷争便

采用非理性的方式诉求利益 （正如文章开篇所提到的围堵、破坏等）。可喜

的是，近些年许多学者看到了中外社区机制的不同，纷纷从社区增权的角度

探寻如何从政治、经济、社会、心理、教育等维度实现弱势群体的利益最大

化。但这些仍处在个案研究上，话语权的缺失是社区参与不足的根本原因所

在，也是决定旅游精准扶贫能否直到要点的症结所在，要想改变这种现状，

除了学者呼吁以外，更需要社会机制配套、法制健全和第三方群体的介入。

三、社区是否真正参与旅游利益分配？

旅游扶贫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广泛的共识，是因为人们看到了它强大的经

济效应，这种经济效应通常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直接经济效应，如为当

地居民提供就业岗位，特别是一些农村妇女凭借自身的特长可以轻松地找到

诸如接待、膳食、表演等工作；其次是间接经济效应，获益群体通过生活性

消费和享受性消费实现了旅游收入的再分配，带动地方经济整体发展。由于

现阶段发展水平的需求，无论是政府还是社区老百姓更多看到的是这种经济

效应。但经济学告诉我们还存在一种旅游漏损的负面效应，一旦这种漏损扩

大就出现开篇案例中所提到的因为利益不均而引起的纠纷，这也是近些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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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学者认为旅游发展导致更加贫困的依据所在。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发展阶

段的不同就断然否定旅游的经济效应，但社区是否真正参与利益分配确实有

几点值得思考：一是能率先参与旅游经营层面的只是少数的 “精英阶层”，

更多的社区居民由于资金缺乏、能力有限是游离在核心利益层面之外的；二

是尽管有些居民也从旅游开发中获得了一份工作，但其收入与外出打工人员

对比也是存在一定差距的，也就是 “机会利益”的存在让低层次参与者的旅

游收益大打折扣；三是有的旅游开发商也按人头或土地给每位社区居民发放

红利，但这样的旅游社区通常也是进入成熟阶段的旅游社区，其收益也仅够

冲抵旅游地物价上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四、社区居民是否具备参与能力？

社区参与旅游是指在旅游的决策、开发、规划、管理、监督等环节，充

分考虑社区居民的意见和需求，并将其作为开发主体和参与主体，以保证旅游

可持续发展和社区发展。而在我国，社区参与旅游常常被简化为仅仅是参与

利益的分配。精准扶贫背景下，社区全面参与旅游更是受到巨大的挑战。由

于教育程度和视野的局限，精准扶贫下的社区居民很难在决策层面看懂旅游

利益分配的 “游戏规则”，相反在 “强大”的经济诱惑之下他们会争先恐后

地加入到旅游前期开发中来，并在后期管理中成为旅游投资商或地方政府的

代言人，更谈不上站在社区的立场去监督整个旅游发展过程。如此造成这样

一种局面：一方面，学者专家大力推进社区参与旅游；而另一方面由于能力

的缺失，更多居民只是 “被参与”。尽管近些年在旅游精准扶贫的政策帮扶

下，许多科研院所、规划机构都对贫困社区进行了造血式扶贫———开展旅游

知识和技能的培训，但一两次而不系统的学习很难唤醒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

更加不能从思维方式、行动能力上赋予其足够的参与能力。可见，在精准扶

贫的背景下，不加区别地借鉴社区参与旅游并非万全之策。

（叶俊：黄冈师范学院旅游文化与地理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

文化自信：我国民族社区主动参与旅游活动的内生动力

张　冬

我国民族地区旅游资源丰富，一直是旅游发展的重点和旅游研究的热点。

民族旅游利用文化展演的方式，通过旅游者与社区的互动，实现民族文化的

表达、传递、交流和变迁。民族社区作为民族文化的承载主体，为旅游发展

注入了灵魂和深邃的内容，要获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重视社区参与旅

游。然而，就我国的实践情况来看，社区参与旅游的发展并不理想，大部分

社区属于被动参与，重要原因是社区参与过程中的文化自信问题没有得到重

视。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更是民族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因此，必须

重视民族社区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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